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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媒介视域下传播学研究的范式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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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传播学研究范式作为该学科认识自身与面对现实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凝
结了既往学者们对于某些特定问题的共同看法，呈现出“重主体、轻客体”“重符号、轻
物质”“重精神、轻身体”的二元哲学取向与一维时空观念。 智媒时代的技术流变创设

出巨量化、圈层化、场景化的传播环境，使得既往传播系统的视角将难以继续框定媒介

普遍现象。 以具身性、经验性、互动性作为范式转化的落脚点，结合智能媒介的发展特

点，从传播学历史框架呈现出的范式取向讨论中，归纳并探究智媒究竟从何种角度改

变了如今的传播环境与传播条件，形塑出主体、信息、技术、场域以及关系这“五要素”
所建构的新媒介系统。 思考传播学未来的研究范式应具备的趋势与特点，从而理解智

媒如何重塑现实、人类以及这两者间的关系。

【关键词】 　 智能媒介；媒介系统；范式

　 　 媒介建构论认为“现实”（ｒｅａｌｉｔｙ）是媒介参

与者在其互动过程中建构而成的。 客体在符号

互动的过程中为人们所指涉，媒介因此具有自我

生产与自我扬弃的功用，现实也被划归为在社会

系统之内经由意义生产（ｓｅｎｓｅ⁃ｍａｋｉｎｇ）的形式而

诞生的一种关联物。 从 Ｗｅｂ１. ０ 至今，我们被推

进移动化、自主化、智能化的传播逻辑中，接受着

来自技术的不断叩问和质询，并在其中形成对于

自我与他人的认识。 不同于既往的线性传播，智
媒时代创设了巨量化、圈层化、场景化的传播环

境，并将这种影响映射进每一个己身的当下。 跃

进式发展的传播环境将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

前———既有理论框架已经无法解释与新环境伴

生而来的诸多现象，层出不穷的多样化研究间却

树立起更高的理论壁垒，割裂的理论发生缺乏同

一性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这些问题亟待我们

寻求新的进路与可能。
智媒时代传播学学科研究范式转换的可能

性，成为了本文现实建构的切入点。 本文计划

从三个方面展开对于该问题的讨论，即探讨历

史框架中传统的传播学研究范式及其生成路

径，从大众媒体时代的研究范式说起，在超越实

证与批判的对垒中，辨析其可能的未来；归纳并

探究智媒环境究竟从何种角度、何种程度改变

了如今的传播环境与传播条件，从而为可能出

现的新的研究范式奠定了何种基础；阐释传播

学未来的研究范式应具备的趋势与特点，即思

考学界将要转换的方向与路径。

一、思考从何开始———传播学研究的传统范式

范式作为一个学科如何认识自身与面对现

实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自理论的价值取向，同
时也影响理论的价值取向，其与理论相伴相生，
并不断回环着以进行理论统摄与分化间的生产

与再生产。 卡萝塔·佩蕾丝（Ｃａｒｌｏｔａ Ｐｅｒｅｚ）认

为技术作为一种核心的驱动力量，将在每五六

十年引发一次范式的变迁，从技术涉及的有限

范围推及至全人类，并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多个领域产生深层次的结构性影响。 传播

学传统研究范式多从人的内部关系出发，致力

于解答主体如何用符号达成精神诉求与意义流

动，少有将目光聚焦到外部的物质系统，更罔论

针对系统的物质性展开研究。 身处智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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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传统范式已显露出与现实媒介环境的矛

盾，普遍性与一致性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开始

崩裂、脱出逻辑，学界亟需新的范式以适应新的

媒介环境提出的挑战。
（一）传播学研究的传统范式之一：二元哲

学观

二元系统是传统传播学研究范式最大最显

要的特征之一。 “仪式观”的提出者詹姆斯·
凯瑞（Ｊａｍｅｓ Ｗ. Ｃａｒｅｙ）论证了传播是符号建构

出的意义，而非仅是传播的动机与目的，在对

“他者”的理解中，传播关系中的本体性与客体

性显现，二元系统在凯瑞的勾勒中形成了主体

与客体、符号与物质、精神与身体的基本图式，
其框定了传播学早期发展的研究路径并产生了

诸多影响。 然而，随着媒介的跃进式发展，上述

划分方式难以覆盖技术发展伴生的诸多新问

题，暴露出理论适应的局限性，从而对智媒时代

的理论迭代提出了新要求。
首先，传播学既有研究范式重主体、轻客

体。 这里涉及的“主体”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
者”，其中既包括传者，也包括受众。 传播学传

统研究范式将人置于传播过程的核心位置，围
绕着该核心，相继形成效果、受众、传者、传播过

程的研究。 既往的传播研究，从单向模式到双

向模式，乃至于互动模式，都将传受双方尽可能

的分离，尤尔根·哈贝马斯（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在其“主体间性” （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的研究中更

进一步提出了“传者—受者”间互为主体与客体

的假设，打破了传统意识哲学中客体对客体的范

式。 究其本质，上述的研究范式在传播过程中将

主客体间的关系进行了泾渭分明的身份划分。
这种主客体的二分范式是基于社会关系稳定、传
播情境固化的大众传播时代，其并不能完全适应

智媒时代裂变发展的传播环境。 在这样的逻辑

下，主体与客体的认知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位

移，因而产生了主客体之间的再认识与再定义。
“人”这一以贯之的绝对存在也因而受到了影

响、迎来了挑战。 值得关注的是，本文所述的客

体并非媒介本身，而是指在传播场域中的人机

关系。
其次，传播学既有研究范式重符号、轻物

质。 符号作为信息的外在载体，是传播中必不

可少的基本要素，它成为传播研究中的中介与

桥梁。 传统传播学研究范式下的符号学，将介

质看做是一种符号，恩斯特·卡西尔 （ Ｅｒｎｓｔ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在《人论》中指出，“人是符号的动物，
世界是符号的世界”，与人的经验交织的意义

获取都将无法摆脱符号的命运。 这种对于既有

研究的先验，使得介质的物质性特点被弱化，文
本本体论被放到首位，智媒时代，问题应运而

生：过去人们用符号的意义阐释电视、广播、印
刷，将媒介框定在符号的体系下进行研究，但是

随着智媒对现实维度的不断干预，“媒介”是否

与“符号”间产生了位移？ 传统传播学研究将

符号本体论放在首位，以探讨其背后的过程、作
用、价值，而智媒时代的符号生产是否还处于权

力、关系及秩序的中心？ 这同样是对于人主体

性的追问。
再者，传播学既有研究范式重精神、轻身

体。 “从来没有真正的大众传播学，只有真正

的大众心理学。”①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起步的大众

传播学深受 ２０ 世纪初心理学思潮的影响，这
正是基于特定历史环境中主导意识形态的授

意。 前文所述的符号文本、利益构建、社会文

化构建都聚焦于研究人与人之间、个体向内的

意义，即重精神的过程，而这也与大众心理学

的研究一脉相承。 传播学既有研究用符号的

体系去规范和建构人类的信息交流、传播活

动、互动过程，构建传播的意义并尝试打通共

享。 上述这些对于精神意义层次的推崇均是

建立在人类的精神和身体始终共处一个时空，
未曾发生过分离的基础上，即时空是固定且稳

态的。 而在智媒的传播环境中，前述条件已不

再绝对，人类的精神和身体很可能分属不同的

时空，并各自产生意义和联结，身体可能成为

技术的延伸，乃至于系统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

前提之下，坚持对于身体的轻视与对精神的重

视，似乎已经无法达成精神世界的意义建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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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感官间的平衡。
（二）传播学研究的传统范式之二：一维时

空观

时间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和结构。
从超验世界到经验世界，时间作为具有独特价

值的所指，生发于人类长期实践的逻辑关系集

成，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强大的观念力量，反作

用于客观实在。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时间观

念的改变与媒介技术的流变有着必然性，可以

说，技术本身包含着它们自己的时间性。 对于

时间的认识，正是对于其所存在的时代的映射

与反思，马丁·海德格尔（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认
为现代性正是“流俗时间”的产物。 既有的传

播学研究范式，使用统一的时空范畴和共性的

社会向量来规定特定条件下的传播认知，其所

处的时空不可被分割、叠加、交织……传播研究

被囿于单一的截面。 然而在智媒时代，这个被

哈特穆特·罗萨（Ｈａｒｔｍｕｔ Ｒｏｓａ）视作是“共鸣”
灾难史的现代性当下，“时间上的消散是一种

范式变换后的后果”②。 全新的传播媒介将我

们裹挟进时间碎片化的夹缝中，使我们沉浸于

即时和共时，全新的时间结构由此诞生，未来或

可多个时空在线上、线下有序地叠加，实现多维

时空的突破。

二、思考为何会有———一场由智媒引发的转换

前述建立起对于传统研究路径的基本认

知———传播学传统研究范式多从人的内部关系

出发，致力于解答主体如何用符号达成精神诉

求与意义流动。 事实上，已经有学者就智媒时

代技术主体也获得了制造可供传播的内容的能

力及其传播机制，引发有关人类与机器间、主体

与客体的本体论分界模糊这一现状的讨论，从
而进一步反思传播学既有研究范式的适应性。
下文将从更多维的视角论述智媒时代为传播学

的研究开辟了怎样的路径、对范式迭代提出了

何种要求、并在何种程度上为人们的现实生活

带来了变化。

智媒引发的变化有哪些？ 简言之是系统的

更新与升级，即由智媒主导的媒介系统代替由

人类行为主导的传统传播系统。
传播学研究的传统范式注重传播过程，即

传播系统。 既往媒介研究往往受困于社会科学

“二元论”视角下的主客体分立，并由此形成了

以效果研究为核心的媒介研究，与之相关的媒

介研究聚焦于媒介所传递的特定信息对于个体

乃至于社会层面的影响，即与媒介勾连的多重

关系。 “媒介”（ｍｅｄｉｕｍ）这一概念自口语时代、
印刷时代走向电子时代，常被视作是符号的

“载体”与主客体间的“桥梁”，用以负载、传递

特定的信息，从而具有“中介性”的意义和价

值，媒介学家雷吉斯·德布雷（Ｒéｇｉｓ Ｄｅｂｒａｙ）认
为：“文明与承载它的媒介技术相互观照。 媒

介对文明的影响通过推进思想的实践和传承来

达成，思想在传递装置内生产，储存于传递装置

之中，并借助传递装置迁移。”然而这种“被客

体化”的情景使得媒介长期处在传播研究边

缘，难以获得真正的突破。 我们时常为媒介纷

扰的周遭所影响，而难以凝视其本身。 与技术

决定论一派不同，在内容与形式这一天平的两

端，本研究不凌驾于任何一端，而是希冀寻找一

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可能。
智媒时代的信息化社会致使媒介研究开始

摆脱传统研究中的“中介化角色”，而具有在社

会结构中流动的去本质论的 “媒介化转向”
（ｔｕｒ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现代社会已然完全由

媒介所‘浸透’ （ｐｅｒ⁃ｍｅａｔｅｄ），以至于媒介再也

不能被视为一种与文化和其他社会制度相分离

的中立性要素”③。 媒介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工
具”，而具有系统性的价值取向。 由此可见，智
媒时代的到来，既往传播系统的视角将难以继

续框定媒介普遍现象，对于媒介系统的转向研

究将成为必经之路。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媒介

研究将去向何方？ 尼克·库尔德利（Ｎｉｃｋ Ｃｏｕｌ⁃
ｄｒｙ）认为“去二元论”乃至于“去中心化”的媒

介特质正是基于“用户”概念的不断延展与突

破，用户不再只是使用媒介，而是切身生活在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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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之中。 其中映射出了以媒介为出发点的社会

权力关系的变动。 也因而出现了更多有关人所

生存的系统的猜想，“媒介化社会” （ｍｅｄｉａｔ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所指涉的媒介“入侵”甚至“替
代”原有的公有与私有领域从而使以媒介为

“中心”的社会机制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由此，
我们将对于媒介的研究转向一种系统性的视

角，以期探究智媒时代的媒介化生存图景。
媒介系统不同于简单的媒介研究，是将主

体、信息、技术、场域以及关系这五要素融为一

体的动态发展过程，其致力于完善既往研究中

“二元论”视角下所遵循的传播“传递观”与“仪
式观”。 传统的“传递观”与“仪式观”是将传播

视为物理层面的信息位移以及共同表征的维

系，其一度被视作是传播行为的高度抽象，并主

宰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传播研究。 然而“传播的

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

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

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④。 对于媒介系

统的强调，可以修补过去的文化世界与客观技

术世界之间的断裂，使两者间的崩坏处弥合，在
象征要素与物质要素之间相互转换，打破原先

一味寻求人类内部统一意义的传统线性思维，
从而还原和重塑人们的价值意义和感官尺度，
寻找到传播过程中价值意义和经验感知的平衡

点。 未来智媒时代的核心即用媒介系统代替传

播系统，以图突破线性、一维的现象分析，以
“去本质化”的感召对特定的历史变革做出积

极的回应。
（一）主体

智媒引发主体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多层次

与多维度的。 “任何一次技术革命的背后，实
际上都是一种主体性质的观念革命。”⑤既往的

传播研究在“二元论”的指导之下，往往创设出

主客体分立乃至于主客体对立的情景，在传播

过程中，主体与客体间的分化常通过对于传播

过程中传受角色的划分而确立，如前文所述，主
体并不等同于传者，却时常被视作是“核心”，
是传播活动开展的基点。 主体的存在意味着传

播行为具有方向性与目的性，这正是稳定、固化

的大众传播环境所形塑的。 先验性的主体将传

播活动的流向控制在既定权力的范畴内，并以

此形成与客体之间的权力位移，从而服务于上

层规范与框架。 然而，在新的媒介传播环境下，
暨关系网络的不断建构与解构中，主体及其依

附的主体性不再由固定的本质所决定，流动性

成为了智媒时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新面向，
“在赛博人时代……真相的定义成为一个动态

连续、多个主体的拼贴过程，其中自然有强势节

点与弱势节点的区分，但专业垄断的权力被大

大削弱、转移，并逐步瓦解了”⑥，并由此引发关

于“未来主体”可能性的不断探讨。 与之伴生

的，还包括主体范畴内“精神”与“身体”的再思

考———意识主体与身体主体间的矛盾，传播学

与西方哲学的发展一脉相承，在与心理学等学

科交流的过程中，传播学继承了“向内看”的路

径，从而聚焦于对于个体乃至于群体的“精神”
研究，“身体”这一物质性的载体被“遮蔽”，甚
至“克服”。 如果说，每一次的技术跃进，都如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Ｋｉｔｔｌｅｒ）所言，
是一种对于是身体感官的分割和重组，在不断

逼促的技术流变中，精神与身体，或者说是意识

与物质的对立，终于走向了一个临界点———赛

博人（ｃｙｂｏｒｇ）的诞生，其将被大众媒介分隔的

各类感官进行重组，乃至于融合，也由此带来了

新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智媒时代，主体内涵延展。 主体的身

份角色将不再囿于传受角色，一个个体上一秒

也许还是传者，下一秒便能成为受众，甚至两种

身份会在一个个体上实现同时空的叠加。 传者

和受众合并成“用户”：这一概念的出现呼应了

“产消一体者”（ｐｒｏｓｕｍｐｔｉｏｎ），其最初由阿尔文

·托夫勒（Ａｌｖｉｎ Ｔｏｆｆｌｅｒ）于 １９８０ 年在《第三次

浪潮》中提出，预示消费者将会被卷入传统的

生产部门，即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将会日益

模糊，人们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工种”，而是成

为复合型的“产消者”，即新型用户。 与此同

时，“行动者理论”（ａｃｔ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ｏｒｙ）中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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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实践框架中的受众，或者说“社会行动

者”具有接收制约与反转结构的二重性，“其既

不会被主观目的、信念、态度或情感所支配而成

为绝对的理性自主个体，也不纯粹受制于具有

外在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社会整体规范与结

构而变得被动与无助”⑦。 在此基础之上，作为

传播主体的人开始向媒介系统节点转变，这并

非先在的、固定的、单一的主体，而是在关系网

络不断解构与建构中的动态呈现，关系网也因

而成为“网络中的节点主体持续不断的实践编

织起来的流动空间”⑧，原先稳态的社会结构在

多维时空的展开中衍生为多个子系统的并置。
“用户”仿佛蚁穴中的工蚁，是一个巨型网络构

架中的信息搬运工，亿万节点在同一媒介环境

下，即在被稀释甚至消解权威的空间中平等对

话，传播行为不再具有绝对的方向性，因而不再

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分立，伴随着主体内涵

的延展，新型主客体关系由此诞生。
其次，主体自身分离。 “身体”作为人显现

于世的介质，与世界同属于“构成性处境”，身
体“在人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创
造出一种关系和意义”⑨。 莫里斯·梅洛 － 庞

蒂（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提出的“身体—主体

论”正是对理性主义“意识—主体论”的反叛，
对于多重研究叙事中“身体”重现的呼唤，事实

上，智媒时代的“身体”更进一步，不再囿于物

质层面的存在。 智媒创设的传播环境，使得

“身体”的回归和超越成为可能。 当植入人体

的芯片以电子脉冲的形式进行数据交互与联

结，甚至干预现实环境本身，传播实践不再集中

于特定的时空，精神与身体在技术的介入之下

分属于不同的时空，开始向多维时空平行延展，
且在不同层级下拥有不同的特点，原先单一、固
定的传播行为被日常化、碎片化的传播行为

“渗透”。 正如凯瑟琳·海勒（Ｎ.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Ｈａｙ⁃
ｌｅｓ）在图灵实验中发现的，“表现的身体”与“再
现的身体”间的互构，“表现的身体以血肉之躯

出现在电脑屏幕的一侧，再现的身体则通过语

言和符号学的标记在电子环境中产生”�I0。 人

将身体“交付”于媒介，人的位置逐渐捉摸不

透，甚至在媒介化环境中不断流动，罗泽指出，
人至少拥有三个“身体”，“一是处在自己的血

肉之躯的中心，二是处在虚拟的通过屏幕看到

的空间，三是处在另一个仍然‘真实’的、机器

人占据中心的空间”�I1。 人的身体因而成为一

种生物概念与技术中介的互嵌，赛博人由此诞

生，与之一同到来的，是三种“在场”方式：留存

己身、离开己身、进入他身，技术与身体的交织

操控着个体的在场与离场，并不断重复上述过

程。 赛博人这一概念所揭示的，正是基于智媒

环境技术流变所导致的人类存在方式的变革，
“技术与人的融合创造出的新型主体，正在成

为一个终极的媒介”�I2。
（二）信息

在传播学研究既有范式中，以传播的“传
递观”和“仪式观”为例，传播的“传递观”将信

息的传播过程视作是物理空间的位移活动，信
息被视作是符号搬运的载体，且具有从主体向

客体流动这一特质，即我们在前文所述的传播

活动的方向性与目的性，这种在空间内流动的

特质服务于破除空间的统治目的，一定程度上

与哈罗德·英尼斯（Ｈａｒｏｌｄ Ａｄａｍｓ Ｉｎｎｉｓ）的传

播偏向论中的“空间偏向”遥相呼应；而传播

“仪式观”则更近似于一种共同价值观的塑造，
比起空间中的位移这一传播过程，更强调时间

维度中对社会共同信仰体系及社会本身的建构

过程，目的在于对于特定观念的描述与强化。
在信息流动的过程中，介质作为具有先验性的

符号文本，被视作是社会文本与文化意义的象

征。 “对信息的采用某种程度反向改变了既定

的社会机制框架”，被视作是“技术与社会的复

杂互动过程”。�I3在既定视角下，用符号文本规

定显示世界与官能感受，符号的意义存在于发

送者与接受者之间，而并非符号系统本身，与之

相关联的研究也更多聚焦于对于符号意义的解

读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性研究，符号始终没

有脱离其载体与环境，“这使人类的探究过程

转变为，带有现实意涵的交流与传播活动”�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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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智媒时代，信息逻辑的改变带来主体

认知的重构。 智媒时代的技术流变，营造出全

新的传播环境，时下的“环境界”即随之演变出

的媒介系统，重在破除线性、一维的认知，重塑

官能感受，打破以往大众传播的固定性，从而破

除既往重精神、重符号的研究范式，创设新时代

符号发展的可能性。 符号成为介质上流动的物

质，介质成为符号的载体。 当代符号学在对于

新情况的不断应激中，也在更深层次打通“总
体符号学” （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与“总体传播学”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间的内在联系，“新符号

学运动”（ｎｅｗ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带来研究视角的转变，
也一定程度上与智媒时代的信息发展趋势拟

合，“生态符号学” （ｅｃｏ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与“生物符号

学”（ｂｉｏ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等新兴的分支方向在继承前

述研究精华的基础上，不仅着眼于探究符号的

传播和交流，更将研究对象从既往的人与人之

间主体性的传播，“转向人与环境界的符号传

播，乃至整个生命界的符号传播”�I5。 介质上流

动的不再只是符号，而是复杂的信息集合体，包
括但不限于：感情、权力、关系等，用户在现实世

界消解的要素得以在虚拟环境中“重生”。 随

着要素的不断流动与迭代，多个领域与社群的

破壁沟通成为可能，有赖于认知神经科学的发

展，未来将有更多切实可行的潜意识层面研究，
对于符号与其认知主体间的互动进一步延展，
这正是介质的智能化与物质化转向所产生的某

种必然结果。
其次，智媒时代，信息逻辑的改变带来社会

关系的重构。 “当传播信息成为一个社会最基

本的基础设施的时候，传播系统就变成了超社会

系统或元社会系统”�I6，信息基础设施兼顾了人

与物的双重面向，“新科技集群以算法优化和基

因编码为基本框架，正在对生命的本质和人的意

义进行‘技术的定义’，客观上消解着轴心时代

奠定的价值和精神”�I7。 有关符号及其意义生成

的惯性正经受着技术流变的不断考验，媒介时空

的碎片化意味着意义形塑的断点，意义也因而难

以获得既往时空特质下的维护与统一，而不得不

面临新科技集群之下的“第三次跨越”。 以费尔

迪南·德·索绪尔（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和查

尔斯·桑德斯·皮尔士（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Ｓａｎｔｉａ⁃
ｇｏ Ｐｅｉｒｃｅ）为代表的符号学“第一次跨越”发现

了意义生成的基本规律与泛化的学科规范；以
罗兰·巴特（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为代表的符号学

“第二次跨越”将符号学引入大众文化研究，从
而获得了来自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建构；如今的

“第三次跨越”正是新的技术环境下信仰重建

的必由之路，当代符号学或将产生总体转向，
“符号学思想呈现出开放、动态的整体特性，进
而超越结构主义，持续引领当代符号学的发展

方向”�I8。
由此伴生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还需要一个

共同的介质来达成某种统一？ 或是可以在个性

化的“信息茧房”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ｃｏｏｎｓ）之中创

造己身的意义？ 此时的介质拥有自己的属性和

底层逻辑，生发于特定的技术环境，无法被先

验。 如此经验性的物质流动，无法用过去被框

定的文化意义去规定，因而具有了基于智媒技

术流变的全新的意义与价值取向，“几乎所有

异质物，包括生物体和非生物体通过信息中介

实现跨界物质之间的交互，从而建构起一种人、
机器和环境普遍交互的可能。 因此，信息、控制

和传播，三大强力要素联合行动，将会造成有机

体和机械体前所未有的综合”�I9。 在算法推荐

的惯性中，在信息将一切转化为数据与符号时，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Ｎｅｇｒｏｐｏｎｔｅ）
所预言的“我的日报” （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ｍｅ）已经照进

现实，成为不容忽视的“日常”。
（三）技术

在智媒时代多样化的技术表征之下，横亘

的是长久以来关于人与技术间关系的无尽追

问。 “技术论研究可以粗略地分为工程主义和

人文主义两大传统，前者用技术方法‘中立地’
剖析技术，后者用人文眼光批判地审视技

术。”�20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将技术与科学分

立，指出“科学是知识与概念本身，而技术是人

类实践活动的集约”。 工业革命的到来，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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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与生活的联系加深，德
尼·狄德罗（Ｄｅｎｉｓ Ｄｉｄｅｒｏｔ）在其编撰的《百科

全书》中将技术定义为：“为了完成某种特定目

标而协作动作的方法、手段和规则的完整体

系。”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技术工具学将

技术视作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人对于技术的

使用是基于某个或是某些特定的前提。
２０ 世纪兴起的经典技术哲学（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开辟了技术研究的新进

路，海德格尔作为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反对技

术工具学的论断并提出“技术是先于人而存在

的”这一观点。 他认为，技术的本质是“座驾”
（Ｇｅ⁃ｓｔｅｌｌ），而“存在” （ ｂｅｉｎｇ）是技术这一“座

驾”上的持存物，“技术的座驾”是人存在的前

提，围绕技术条件与技术环境生成的文化与制

度，与“人”存在的前提互嵌，因而不能将人与

技术进行简单对象化的主客二元论。 从遮蔽

（ｌｅｔｈｅｉａ）到去蔽（Ａ⁃ｌｅｔｈｅｉａ）的过程，正是真理

展现的形式，也是技术的来由。 人文主义技术

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Ｌｅｗｉｓ Ｍｕｍｆｏｒｄ）将技

术存在的问题与人本问题相结合，强调心灵决

定技术，技术起源于人内，并以此将技术分为生

活中心 （ ｌｉｆ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以及生产中心 （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两种本位。 在此基础之上，将对

于巨物及其映射出的严密组织的抵抗转化到己

身理论的建构中，他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

“巨技术” （ｍｅｇａｔｅｃｈｎｉｃｓ），现代技术对于有机

世界的系统性背离表现为“巨机器” （ｍｅｇａｍａ⁃
ｃｈｉｎｅ），可以视作是权力与控制的化身。

“当代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在

经验转向（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和伦理转向（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 的基础上实现技术哲学的 ‘第三次转

向’”�21，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第一次经验转向与

２１ 世纪初的第二次经验转向分别将技术哲学

研究引向了实用主义与工程研究的进路，现代

技术哲学应运而生。
首先，智媒时代的技术转向，使得环境信息

增量加剧，人与技术的融合度增加，“必须更加

彻底地重新思考人、技术和语言之间最初形成

的纽结……人与其说是利用技术，不如说是为

技术所用。 因而人本身成了技术体系的职员、
附属、辅助，甚至是它的手段”�22。 随着技术的

不断迭代，其越发深入地介入微观的个体生活

与宏观的社会结构，成为一种显在的社会经验，
人与技术之间的边界也愈发模糊，技术超越了

对于外在环境的干涉，而开始“进入”人体，一
种由技术与身体交叠的跨界装置诞生，“技术

开始吸纳身体，促使人机关系进入普遍化的人

机互嵌、人机合一状态，促进生物态的人进化为

人机融合装置”�23。 继马歇尔·麦克卢汉（Ｍａｒ⁃
ｓｈａｌｌ ＭｃＬｕｈａｎ） “媒介是人的延伸”后，或将出

现“人是媒介的延伸”这一协同进化的图景，
“数据爆炸之下的人正在变成机器，掌握巨量

数据的机器正在变成人”�24。 从口语时代、印刷

时代直至电子时代，媒介从显在基本官能的延

伸，走向神经系统的联结，这种共在信息系统构

成的必然性，正是在技术递归中，走向与人体的

互构，“形成人—技术—世界的具身关系”�25。
其次，智媒时代的技术转向，为“技术”的

“去工具性”创设了条件，“技术规定着技术时代

的人按照技术的方式去活动，而技术的人对技术

的本质却茫然无知。 技术越是支配着人的活动，
则技术的本质就越是陷入被遗忘状态”�26。 对于

技术的工具性认知将技术对于现实的指涉限定

在内容的反馈上，这也是“结构—功能主义”对
于技术一以贯之的视而不见，工具论（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
ｔａｌ）视角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技术的基本维度，却
无法“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面临着来自智

媒技术流变的必然。 “智媒”所指涉的技术“集
合体”是包含了技术、原理、机能、产品等要素的

综合性系统，并且随着其与现实世界交往程度的

加深，这个“巨技术”的边界仍在不断延展，或者

说，技术边界的扩张自诞生之日起从未停止，只
是伴随迭代的速度存在扩张效率的高低。 智媒

源于技术又超越技术，其在信息生产的基础上，
成为一种“围绕着它所依托的介质和载体所产

生的组织性、结构性的活动，重新结构社会性的

生产关系”�27。 技术的自生产意义不仅是扩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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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再生产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基于此的人类经

验的延展，“作为工具的技术只是节省了劳动，而
作为装置的技术则产生出一个人工的世界，它开

启了新的经验”�28。
（四）场域

“时空”包含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两个维

度之间存在相互指涉、相互勾连、相互影响。 在

智媒技术具身化的背景下，时间与空间会在节

点上交汇并置。 值得注意的是，单一节点上可

能存在多维时空的重叠与并行，网状节点中，时
空要素可以转移，甚至复制。 以人的节点为例，
当人同时置身于不同的软件之中，在其身上实

现了时空的“共在”，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未
来还可能出现“灵肉分离”，即身体与精神分属

不同时空的存在方式。 这启示我们有关时空分

割的多种可能性。 “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

须以时间为其视野”�29，在对于时间、时空的认

知中，现代人的存在被界定与规范，“人从‘当
下即是’的‘即时即地性’中连根拔起，从固定

在‘地方’上的存在变为‘位移’，成为界面之中

的轨迹”�30。
当我们谈论智媒时代的“时空变化”，不可

规避的就是对于媒介系统的要素之一———场域

的认知。 “场域” （ ｆｉｅｌｄ）的前身是库尔特·勒

温（Ｋｕｒｔ Ｌｅｗｉｎ）的“场论”，勒温将其理解为是

一种研究方法，并赋予其元理论的地位。 在勒

温将场论确立为元理论的过程中，皮埃尔·布

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做出重大贡献。 布迪厄

基于对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的贯通，提出

“场域”概念，“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

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

型（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31，场域与场域之间存在着不

同的先决条件，场域之中包含着基于空间及其

规则的争夺与占有。 布迪厄曾将场域理论与传

播学研究结合，提出了媒介场、电视场等概念，
并将其与更大范围的社会权力与社会控制相关

联。 尼克·库尔德利在场域理论的基础之上，
将媒介视作是一种“元资本”，可以负载权力的

流动与发出，某种程度上，媒介元资本“是一种

整个社会空间的定义性权力”，在社会整体媒

介化的趋势之下，“媒介对一切场域都形成强

大的他律”�32。 迅猛发展的智媒正在构造全新

的场域及其相对关系，主体在特定场域中拥有

的“惯习”，同样在建构着既定的场域，这种基

于社会空间的隐喻，已经呈现出开放的关系

取向。
时至如今，在场域的不断流动中，大卫·哈

维（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 提出的 “时空压缩” （ ｔｉｍｅ⁃
ｓｐａｃ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被视作是一种后现代条件之

下不可阻挡的时空维度变化趋势，瞬时性、碎片

化的时间成为其不可避免的产物之一，与之类

似的是罗萨的“社会加速” （ｂｅｓｃｈｌｅｕｎｉｇｕｎｇ）理

论，强调时间对人的规训：工业时代的整体性时

间转变为信息时代碎片化时间，这一过程切实

改变了人们对于时间的感知方式。 社会加速的

过程，往往以三个维度呈现：技术加速、社会加

速、生活加速，这三者间具有互构性。 而“加速

社会”的形成，正是指社会节奏增长的速度超

过了其加速速度的本身，从而将多层次、多维度

的要素卷入。 由社会加速引出的“物向存在

论” （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正是对于“媒介

化时间”的审视，人类对于时间的认知与使用

面临着“媒介化”转向，在显性的社会加速背景

下，潜藏的正是媒介时间性的“存在处境”，其
从稳态的源始（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时间走向公共性的

流俗（ｖｕｌｇａｒ）时间，“客观的、物理性的时间，就
与心灵和精神上的广延挂钩了”，技术与算法

在当代的媒介化转向中共同织就出一种“无时

间之时间”的虚拟时间，或者说正是“场域”。
经验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曾

提出，时间和空间不仅不存在尽头，而且是可以

被无限分割和无限延展的。 多维延展的时空向

度作为一个进行时，使精神与身体分离、意义与

感知分离，同步性与异步性交织的媒介时空塑

造出体量庞大的信息媒介景观。 传统传播研究

范式构筑起的文化世界在未来的感知世界中发

生分离，且分离的可能性、精细度都在随着技术

的迭代与嬗变而与日俱增。 人们逐渐进入以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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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化、圈层化、场景化为特征的不同传播时空，
甚至在同一时空面临多角色、多关系、多任务、
多情景相互交织下的复杂场域，在这里，真实与

虚拟交织、延伸与压缩并存，逐渐形成曼纽尔·
卡斯特（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在其《网络社会的崛

起》一书中论述的“流动的空间”与“无时间之

时间”的时空观念。 “当空间可以成为流动性

的、地域空间可以发生位移，那么时间只是一个

相对存在的概念，甚至可以消失。”�33智媒时代

对于时空的重塑意味着社会基础运行逻辑的再

造与研究范式的迭代，面对共时性的疾驰，拥抱

或是“凝思”，一切尚是开始。
（五）关系

前文论述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将主体指涉

为参与传播活动的人，其中包括传者与受者等

角色。 那么随之伴生的，即客体，也是本文中的

研究重点———媒介场域当中的人机关系，而非

媒介本身。 这正是对既往传播研究“客体化”
甚至“实体化”取向的再讨论，实体化的媒介观

一度使媒介“矮化为一种社会的结构性元素”，
伴随着“去差异化”认知带来的是“传播学将媒

介仅仅视为器具、工具的固有思想……最终留

下的是用处、效应，媒介却消失不见”�34。 既往

客体的定义及其研究已经无法支撑新技术环境

之下的跃进，本文借由对于客体的再定义，引出

我们这个部分论述的主旨———人机关系（ ｈｕ⁃
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及其区隔和联系。 人

机关系的诞生正是基于智媒环境中技术的不断

迭代而产生出的机器进化的新进路，在技术不

断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它陡然转向，回到了人本

身。 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延展其突触，但
却并非如同先前在物理层面的“开疆拓土”，而
是来到了精神维度的意识层面，个性化与多模

态的高维信息服务，使得技术一定程度上超越

外在环境而与身体跨界融合，其角色关系正逐

渐超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开始

让渡给“人机关系”这一新兴主题。 由此引发

的，正是“后人类时代”（ｐｏｓｔｈｕｍａｎ ｔｉｍｅ ｂｅｉｎｇｓ）
的席卷而来。 随着对于传播过程中主体的调

校，如上述提及的内涵延展与自身分离，甚至于

“赛博人”的诞生，智媒借由对主体的影响，事实层

面上，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进行了切合新传播

环境特点的调校。 或者说，智媒时代的客体及其

可能性正蕴含在技术与人的“终极的媒介”———
主体之中。

传播学既往研究的传统范式注重人与人之

间的具体关系，如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等，这正

呼应“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社会被视作是

一个由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的子系统构成的有

机整体，媒介与其传播行为被视作是维护社会

运作的工具，服务于子系统之间的功能交换。
“媒介技术被视为是传播的手段、工具和平

台。”�35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重构媒介”的讨

论被唤起，近年来的“媒介化转向”（ ｔｕｒｎ ｏｆ ｍｅ⁃
ｄｉ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正是基于媒介高度介入日常生活乃

至于社会结构这一现状，从而产生了“去中介

化”转向，媒介不再是一种与社会及文化高度

分离的要素，而成了介入性的“元资本”本身。
基于这种媒介化转向展开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宏

观的理论建构、中观的机制研究以及微观的交

往行为考察。 平行于上述三种划分维度对“媒
介化”进行定义的，还有克劳斯·布鲁恩·延

森（Ｋｌａｕｓ Ｂｒｕｈｎ Ｊｅｎｓｅｎ）提出的三种敏化概念：
社会结构（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ｔｉｏｎ）；技术动量（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嵌入式传播 （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上述媒介化转向这一议题，
启示了媒介如何以一种全新的态势贯穿社会与

“日常”，与既往“被客体化”的媒介不同，智媒

环境蕴含的技术“座驾”将更多的可能性蕴藏

在与媒介相勾连的各式关系中。 “智媒传播中

的人机融合正在成为智能化网络社会中一个

‘终极的媒介’，它作为智媒时代传播网络中的

基本节点，以动态、持续、渗透性的实践方式嵌

入日常生活。”�36

唐·伊德（Ｄｏｎ Ｉｈｄｅ）在《技术中的身体》中
将身体划分为三个类别：包括此在化的、作为经

验存在的肉身身体，即“实在身体”；具有性别、
种族、身份等多重社会属性的“社会身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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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张并跨越边界的技术“具身”的“技术身

体”，三个身体的状态可以“共在”，并且具有继

承性和延展性。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智媒技术

的不断发展，“技术身体”或将颠覆“实体身体”
与“社会身体” 的存在方式，并逐渐先验化。
“媒介物与身体的交互与沟通取决于技术的可

供性、人的媒介需求、使用习惯，以及诸多社会、
文化的因素，媒介物与身体合为一体会呈现权

力关系与权利关系。”�37身体，将会成为现实世

界接入虚拟世界的“接口”、一个可供交互的操

作界面。 这种节点主体所表征出的关系超越了

简单的信息系统，而与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子系

统并置，从而将“人机关系”这一客体映射到更

大的范围中去，包括但不限于：实体空间与虚拟

空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多维时间与异质空

间等等，这是“人类基本生存方式的各种系统

的打破与重组”�38。 智媒时代，技术开始吸纳主

体，主客关系走向新进路，“后人类”的猜想逐

渐成为现实，人机关系走向互嵌与融合。 现代

技术中不断流变的技术与媒介形式，不断分割、
重组着人及其意义本身。 在人的主体性与机器

效率之中，达成两者的平衡与协同进化，或将成

为永恒的追问。

三、思考去向何方———传播学研究的范式转向

智媒时代的技术流变，对当下的传播环境

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传播学作为一门与

现实环境高度勾连的学科，在技术迭代中迎来

了必然性的道路选择。 凯文·凯利（Ｋｅｖｉｎ Ｋｅｌ⁃
ｌｙ）将这种范式转换导致的巨大影响概括为：
“古登堡使得科学与律法从印刷中诞生，我们

成了书籍之民；今天，超过 ５０ 亿张的数字屏幕

在我们的生活中闪烁，我们成了屏幕之民。”如
其所述，我们正面临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

机遇与挑战。 从“二元论”的历史图景中展望，
技术与媒介作为工具性的“中介物”，长期面临

边缘化的处境，“传播研究将实体和它的影子

割裂开来”，对于“物质性”的反思与重提给予

了该学科一个可能性的答案，其将裂变性的技

术逻辑植入传播学先验观念与现实经验的间隙

中，以此探求传播学的范式更替的进路，而这一

切或早已深埋在历史的“预言”中。
（一）具身性

主体作为研究的“核心”与落脚点，决定着

研究的基底与走向，而“人”作为传播活动中最

具代表性的主体，在智媒时代的技术跃进下迎

来了新的转向———“人机融合”，由此启发我们

对于主体及其存在的再思考。 约翰·杜翰姆·
彼得斯（Ｊｏｈｎ Ｄｕｒｈａｍ Ｐｅｔｅｒｓ）曾在其著作《对空

言说》中反问：“人类交流中人体在多大程度上

可以保持缺席。”传播学研究中身体缺位所映

射出的观念，与现代性的主体观之间存在密切

的联系和互动。 西方文化思想传统中自苏格拉

底时期兴起的“灵魂—肉体二分法”（ｓｏｕｌ⁃ｂｏｄｙ ｄｉ⁃
ｃｈｏｔｏｍｙ），发展到近代形成了“机械身体论”（ａｕ⁃
ｔｏｍａｔｉｓｍ），在勒内·笛卡尔（Ｒｅｎé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与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的不断论辩中迎来了梅洛 － 庞蒂的

“身体—主体观”，这种由中介向核心的认知转

化被部分学者概括为“使不可见之物隐喻式地

显现为在场之物的重要媒介……从而在人与世

界之间架起桥梁”�39，“身体—主体论申明了身

体在场的重要性，指出大众媒介突出理性意识

远程在场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危险与弊端。 身

体—主体论也成为重新理解传播、媒介的重要

途径”�40。
或许正如麦克卢汉常被前半句的光辉所遮

蔽的后半句一样，“媒介是人的延伸，延伸意味

着截除”，在赛博格隐喻中的被机器替换掉的

器官，或将会成为未来的主流趋势———基于官

能感受的身体观照。 “如何感知身体和身体的

运动，是我们认知所处空间经验的纽带。”�41后

现象学的技术思想认为：“每一种人与技术的

关系，都是一种内在关系存在论的模式。 技术

转化了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我们的知觉和我们

对世界的解释，而反过来，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也

被转化了。”�42这正是对于“身体”的“拾起”，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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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基于上述对于既有传播范式的回溯并展望

之时，我们应该看到，“身体”已经从与内部心

灵无休止的纠缠中越出，与更大范围内的社会

乃至于历史交织在了一起。
（二）经验性

伊曼努尔·康德（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在其著作

《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通过对“先验”（ｔｒａｎｓｚｅｎ⁃
ｄｅｎｔａｌ）、“经验” （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超验” （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
ｄｅｎｔ）的辨析，为我们揭示了在认知层面某些概

念与范畴如何被时空向度介入，从而形成多维延

展的认知与境况。 “经验”作为一个相对稳态的

基准，将“先验”与“超验”框定在“超越”与“凌
驾”的理念中。 在“先验”与“超验”的比对中，
“物”的概念或将延展。

客观实在性一定程度上与“经验”挂钩，经
验所具有的天然的物质属性，正是来源于客观世

界物质性流动的折射。 作为经验的传播不同于

走向先验的传播，后者将事物中的经验性条件剥

离，并塑造出同质化的感知，从而使人们被普遍

性且缺乏异质性的规则限制，在同一性的思维方

式中远离自身来源的“日常”，简言之，符号“真
空”中的塑造与传递，正是一种典型的先验行为。
人们被特定的“共在”统摄，失去差异化的落脚

点。 而作为经验的传播将现实世界归为一种社

会实在，而非由符号建构的悬置在半空的“切
面”，具有真实可感的特点，传播行为流动在其

中，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这种元

概念“基础设施转向”与“物质性转向”间存在着

必然性，“它是由一系列中心、节点、线路和终端

构成的网络，构成了人类行动的物质条件，形塑

了人类生活的基本结构”�43，并嵌入了更深层次

的社会关系之中。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

（Ｋｌａｕｓ Ｂｒｕｈｎ Ｊｅｎｓｅｎ）将传播的物质性视为是一

种具有施为性特征的经验的流动，具有把“潜
在”转化为“实在”的物质性力量，能够通过对社

会系统中生产要素的协调从而在现实的传播实践

中不断地进行社会再生产。 智媒技术的发展赋予

了传播这一要素在社会系统中的全新使命，作为

经验的传播，“促进了象征要素与物质要素之间的

相互转化”�44，传播这一行为得以在社会经验的流

动中对现实层面进行调度、延伸和转换。
（三）互动性

伴随着技术的不断更迭，“互动”行为的主

客体间也产生了变革。 智媒时代，伴随社交媒

体所产生的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于既往

大众传播的环境特点，重塑了交往行为与社会

关系。 大众传播时代的“在场”，更多依赖于

“重符号、重精神”这一范式所营造出来的主观

想象而浸入；智媒时代，技术以更加切近的方式

“成为人”，甚至 “超越人”，虚拟环境的 “在

场”，立足于感官的交互与实践。 唐·伊德

（Ｄｏｎ ｉｈｄｅ）提出的“人与技术的多重面向”超越

了主客二元论，认为两者在交融与共生中相互

影响，人与技术的关系进一步迭代为身体与媒

介的“意向”（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关系，既往社会互动

形式已经无法满足当下的传播环境需求，在人

的具身技术与媒介的物质性转向的合力中，主
客体“平等”的互动框架为所谓“互动面向”的

产生提供了条件，伴随着“人机融合”与“人机

共生”的降临，人与“媒介化社会”乃至人内小

环境也在发生着互动，甚至博弈，脑机交互的

技术手段不仅在虚拟空间控制意识与身体的

知觉，并将现实世界的生理身体纳入“同步”，
形成“共谋”，“人类在身体、媒介及环境相互

交织的‘具身互动’中生成新的自我形态”�45，
人机互动已经成为必然性的未来。 进化论的

视角启示我们人类向“后人类” （ ｐｏｓｔｈｕｍａｎ）
转变的必由之路，身体在与技术交互的过程中

衍生出多种图式（ ｂｏｄｙ⁃ｓｃｈｅｍａ），以适应不同

的外置情景，从而将交互的行为由人内流向人

外，并辐射到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结构，甚至技

术环境，形成一种交互的循环，人因而获得了

多种意义上能力的延展与意义的扩张。

四、结语

２１ 世纪初西方学界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

向”（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ｔｕｒｎ）雏形初现，对于传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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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基础设施的历史回望，不禁让人反思“赛
博空间”是否是下一个柏拉图的“洞穴”隐喻，
“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脱离了现象学层面的存

在，从而使真正的关系被遮蔽”�46。 以“新物质

主义”（ｎｅ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为首的物质性研究颠覆

了传统意义上对于人与物之间的界限划分，将
“物”（ｏｂｊｅｃｔ）视为一种可供行动者。 事实上，
该转向并非闭合的研究领域，而处在长期开放

的定义状态下。 “物质性转向”看似泛化的研

究内容或将启迪我们，该领域的贯通与联结正

是破解既往非此即彼观念的一种可能。 从海德

格尔到德勒兹（Ｄｅｌｅｕｚｅ），从 ＳＴＳ 走向 ＡＮＴ，以
物为基础的哲学研究，走向存在、走向身体、走
向中心……这启迪我们，物质性研究及其进路

或将成为引领下一次媒介研究浪潮的第一滴

水。 这启示我们从具身性、经验性与互动性出

发，探讨一种可供性（ａｆｆｏｒｄａｎｃｅ）的未来。
【责任编辑：潘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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